


[bookmark: MTUpdateHome]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的时空演化及组态提升路径

[bookmark: _Hlk193352057]摘  要：从“降碳减污”和“增长扩绿”维度构建我国降碳减污增长扩绿政府政策协同增效耦合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3年中国273个地级市的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考察其时空演化规律，并使用fsQCA方法探析其提升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从2014—2023年期间的全国整体水平来看，我国整体碳耦合协调度并呈现稳定上升趋势。②从各八大综合经济区水平来看，各地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呈现同向收敛，全国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水平的区域差异来源以各地区区域间差异为主，差异水平具有较强的空间性特征。在各空间水平下，不同水平层级的地区基本保持原层级水平、并向高层级转移的特征。③人口密度、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等主导因素组成的三条不同路径是协调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有效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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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优质生态环境作为普惠性民生福祉的价值共识已经形成，民众对生态产品的需求已超越基础环境质量的改善，呈现出对生态产品的更高期待。与发达国家完成环境质量初级治理转向碳排放深度控制的阶段性特征不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面临多重治理目标协同与双碳战略实施的双重挑战。国家层面持续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美丽中国建设目标，要求统筹推进碳排放控制、污染物消减、生态扩容与经济增长的协同转型，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
当前，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系统性推进已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两大维度：其一，环境治理措施的协同减排效能评估。现有研究表明，我国环境政策体系已显现显著的减排综合效应[1—3]，不同类型规制工具呈现交互作用特征[4—5]。但学界对现行治理手段在污染与碳排放协同控制领域的实施效能尚存分歧。部分研究成果指出，以行政指令为特征的总控型碳管理机制，在实际执行中可能对重点行业的低碳技术突破形成制约效应[6—7]。从空间溢出效应方面看，污染物总量控制政策降低了企业出口竞争优势，引发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规制薄弱区域转移，导致区域环境压力出现非均衡集聚现象。从总体上看，尽管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碳排放总量管控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全国层面的碳排放增长趋势，但各省份的减排成效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有文献特别研究了碳排放权交易政策的降碳减污效应，诸多学者指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可显著降低碳排放量[8—9]，但该效应存在地区差异性[10—11]。二是双碳背景下降碳减污的协同减排影响因素研究。大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同为中国面临的两大严峻环境问题，在传统治理体系中，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分属环保和发改部门管理，导致政策目标割裂、措施重叠甚至冲突。因此，“双碳”背景下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已成为国家重大需求。目前，相关学者认为技术创新驱动[12—13]、能源系统转型[14—15]与产业优化升级[16]构成了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的核心路径。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相关研究认为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形成正向激励效应[17—18]，在大气环境质量与抑制温室气体排放过程中展现出独特的双重促进机制。其中，在微观研究层面，部分学者聚焦于量化分析单一“减污”或“降碳”边际减排成本的测算并展开探讨[19—20]，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机制的设计提供了重要参数支撑。但在相关研究中，针对“降碳减污”和“扩绿增长”二者协同作用效果评价方面研究较少。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整合“降碳减污”和“扩绿增长”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21]，相关研究致力于建立综合性政策框架，促进这三者之间的有效协同作用[22]，主要研究如何将“降碳减污”和“扩绿增长”等相关政策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策框架中，使其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在构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综合性指标体系下，探讨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衔接和协调机制，建立政策交叉点和联动机制，实现政策之间的无缝连接，继而对综合性政策框架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分析政策的成效和不足之处，为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依据。目前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有通过对已有城市或国家的政策实践进行案例分析，总结经验和教训，为构建综合性政策框架提供参考，以及建立政策整合和衔接的数学模型或计量模型，从理论层面探讨政策之间的关联和影响[23—25]。
综合来看，学界对中国降碳减污增长扩绿及影响因素等还没有形成完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体系，且多数研究均侧重于单一污染物排放或仅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时空演化规律的探究[25]，或仅为应用研究和影响评估[26]，少有研究涉及多种污染物排放及二氧化碳排放协同治理的时空特征分析，关于国内降碳减污增长扩绿影响因素的空间演化规律和作用机制仍尚不明确，且已有研究对污染物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大气污染物的研究，但就当前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废水排放等也将对生态系统产生较大的环境压力[27]。本文基于国内外既有研究基础，构建了包含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维度的耦合协调度评估框架。采用熵权—TOPSIS组合评价模型，对中国273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开展系统性量化评估，重点揭示城市尺度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与动态特征。研究进一步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法（fsQCA），深度探究驱动城市耦合协调度提升的核心要素配置路径，旨在为可持续城市发展规划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
2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实施以来，为响应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治理的重大战略需求，本研究基于污染物与碳排放的同源性特征，创新性将多种污染物和碳排放同时纳入测算“降碳减污”指数体系，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城市绿色产业发展的共同作用，从“降碳减污”和“增长扩绿”两个个角度来测度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alculation index syste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单位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
	“降碳减污”指数
	SO2强度
	SO2/地区生产总值
	%

	
	
	废水强度
	废水排放/地区生产总值
	%

	
	
	PM25强度
	PM2.5/地区生产总值
	%

	
	
	NOx强度
	NOx/地区生产总值
	%

	
	
	粉尘强度
	粉尘排放/地区生产总值
	%

	
	
	生活污水治理水平
	生活污水处理率
	%

	
	
	生活垃圾治理水平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环境执法效能
	案件数目
	篇

	
	
	政府环保关注度
	环保词汇/工作报告总词数
	%

	
	
	生态建设投入
	园林绿化投资
	万元

	
	
	污水治理水平
	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
	%

	
	
	CO2强度
	CO2/地区生产总值
	%

	
	“增长扩绿”指数
	市场繁荣度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万元

	
	
	工业发展规模
	工业总产值
	万元

	
	
	地区发展指数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城市绿色空间规模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城市森林覆盖率
	城市森林覆盖率
	%

	
	
	产业升级程度
	产业结构高级化
	

	
	
	地区居民经济收益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地区经济发展速度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
	%



本文采用熵权—TOPSIS组合评价模型，通过双重优势机制有效规避主观赋权偏差与单一指标局限性。首先，为消除污染物指标量纲异质性，本文采用对数转换实施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参照王兵等（2014）[28]的研究成果。其次，本文构建基于能源消费视角的碳排放强度评估框架，主要依托了多维度能源活动数据核算二氧化碳排放量。其中核算体系覆盖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等九类常规能源载体。能源燃烧相关排放量采用《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提供的标准化核算框架进行折算，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则采用产量关联排放因子法进行估算，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i</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是能源种类，是[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t</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时期[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c</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地区对[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i</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种类能源的消费量；是[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i</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种类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bookmark: _Hlk165058111]本文意在研究“降碳减污”与“增长扩绿”二者之间协同治理的关系，深刻把握三方面协同增效的重大意义和科学内涵是新时代深入打好防污攻坚战的重要抓手，统筹污染物与二氧化碳的协同减排、经济增长与绿色城市的统一推进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需要。因此，在运用TOPSIS熵权法对“降碳减污”指数和“增长扩绿”指数进行测度的基础上使用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计算中国“降碳减污”指数和“增长扩绿”指数的耦合协调度，耦合协调度计算过程参考赵文举和张曾莲[29]的研究进行计算。本文所适用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为：

                                  (2)                        

                                   (3)

                                 (4)



其中，C表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这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值，取值范围介于0至1。D则表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值，取值范围介于0至1。T为综合评价指标，[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α</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和[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β</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分别为待确定的权重系数，且。[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α</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和[image: {"mathml":"<math style=\"font-family:stix;font-size:16px;\"><mi>β</mi></math>","origin":"MathType for Microsoft Add-in"}]旨在考虑两个模块的重要度，“十四五”要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突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生态环境保护的焦点也将从“双碳”目标走向多种污染物防治和碳减排的协同治理，将多种污染物的防治纳入现有环境管理体系，加快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在结合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要求以及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愿景的基础上，确定中国降碳减污耦合协调度的“降碳减污”和“扩绿增长”权重均为0.5，即， 。
3  结果分析
[bookmark: _Hlk195279633]3.1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测度结果及分布走势
本研究基于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评价体系，运用TOPSIS—熵权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273个主要地级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水平展开定量评估。参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区域划分标准，归类为东北区域、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西南及大西北八大经济区，系统开展空间分异特征研究。评估结果及动态演化趋势详见表2。
分析结果表明，全国及区域层面的耦合协调度发展呈现显著规律性特征：①整体发展态势方面，2014—2023年间全国耦合协调度指数由0.5279稳步攀升至0.5825，年均增长率达1.10%。这一增长轨迹不仅印证了我国“双碳”战略实施成效，也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深化拓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方面取得的积极进展，充分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全球气候治理担当。②空间分异格局层面，区域发展呈现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东部沿海地区凭借0.6109的平均值成为耦合协调度最优区域，北部沿海以0.5960紧随其后，形成“东高西低”的阶梯状分布格局。值得关注的是，东北区域（0.5161）和大西北（0.5200）长期处于低位区间，其数值分别较全国均值低7.5993%和6.7789%，反映出传统工业转型区与生态脆弱区的协同发展挑战。③动态演化特征维度，八大经济区耦合协调度年均增幅达0.6100%，其中大西北地区以1.0000%的增速居首。时序分析显示，北部沿海地区呈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其余区域则在不同阶段表现出波动上升特征。这种区域增长异质性的存在，要求政策制定需兼顾效率与公平，特别是在高污染排放密集区，亟待通过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释放协同治理潜力。
研究结论表明，尽管我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治理体系已初步形成良性演进态势，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未来需强化区域协同机制，重点突破中西部地区的生态转型瓶颈，持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表2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测度结果
Table 2  Measurement result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地区
	2014
	2017
	2020
	2023

	全国
	0.5279
	0.5492
	0.5566
	0.5825

	东北
	0.4989
	0.5115
	0.5120
	0.5339

	北部沿海
	0.5788
	0.5964
	0.5922
	0.6174

	东部沿海
	0.5859
	0.6049
	0.6103
	0.6389

	南部沿海
	0.5494
	0.5650
	0.5638
	0.5842

	黄河中游
	0.5314
	0.5489
	0.5621
	0.5878

	长江中游
	0.5197
	0.5458
	0.5542
	0.5836

	大西南
	0.4929
	0.5245
	0.5359
	0.5620

	大西北
	0.4752
	0.5030
	0.5338
	0.5653



4.2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图1—4展示了基于ArcGIS生成的我国2014年、2017年、2020年及2023年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通过对比分析可发现，该协调度在空间维度呈现显著的“东部优势集聚，西部相对滞后”的非均衡分布特征，且研究期内整体发展水平呈现稳步提升态势。这一空间分异格局的形成机制可从以下维度进行解析：①区域经济支撑维度：东部沿海地区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和经济实力，能够在污染治理、生态补偿等领域投入更多财政资源，形成“经济基础—环境投入—治理效能”的良性循环。而西部欠发达区域受财政约束，环境治理的资源配置能力相对薄弱。②技术创新驱动维度：东部地区依托密集的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集群，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体系，使得清洁能源技术、碳捕捉技术等得以快速应用。反观西部地区，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尚待完善，技术承接与转化效率存在提升空间。③制度协同效应维度：东部地区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积累了先行经验，通过政策工具创新有效激励多元主体参与。西部地区在制度设计精细化程度和跨部门协同效率上尚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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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4年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24）065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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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7年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24）065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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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0年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24）065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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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3年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图（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24）0650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2023
4  空间演化特征分析
4.1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估计
图5展现了研究期内全国及八大经济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核密度曲线分布特征及其动态演变规律。自“十一五”规划将节能减排目标纳入国民经济约束性指标体系以来，全国及各经济区协调度核密度曲线呈现整体右移趋势，显示出我国协同治理水平稳步提升的发展态势。这一演变过程反映出，在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推动下，不同区域均取得了具有显著差异的治理成效，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奠定了重要基础。从主峰形态演变看，全国整体核密度曲线呈现主峰收窄且峰值抬升的分布特征，表明研究期内区域间协调水平离散程度显著降低，整体协同治理能力持续增强。八大经济区比较分析显示，各经济区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但黄河中游与大西北地区的分布形态呈现多极化特征。在分布延展性方面，全国及东北、大西南地区的核密度曲线存在明显左拖尾现象，揭示出区域内存在耦合协调度显著高于平均水平的局部地区。从波峰数量分析，北部沿海和大西南地区在观测初期呈现多峰分布特征，但后期逐渐演变为单峰分布，显示出区域内部发展差异缩小趋势。相较而言，全国整体及其他经济区在观测期内始终保持单峰分布形态，表明这些区域内部发展均衡性较好，未出现显著的两极分化现象。该研究通过多维度的核密度估计分析，表明我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治理的区域分异特征与动态演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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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93354222]图5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核密度估计
Fig.5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4.2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马尔可夫链分析
考虑到各地级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相互影响且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考虑使用空间马尔科夫链来分析地区间的空间关联。耦合协调度的空间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如表3所示。就全国水平而言，当领域空间滞后类型分别为无滞后、低、中低、中高和高水平时，我国耦合协调度水平处于强优势的地级市可以保持优势的概率不低于92.44%；低优势地区提升至中低水平的概率为27.01%、19.28%、29.20%、48.19%、30.00%；中低优势省市提升至中高优势省市的概率为30.16%、27.45%、22.46%、38.58%、47.83%；中高优势省市提升至高优势省市的概率为20.61%、18.51%、11.85%、19.92%、31.39%；各水平均保持着不小概率向上跨级。表3马尔科夫矩阵中对角线上的元素数值代表了各情形下发展新优势水平状态保持不变的概率，在各领域空间滞后类型下，对角线元素数值最大，即各水平等级的地区保持自身原等级的概率最高。在高水平滞后类型下，中低水平区域出现显著分化：中低向高转移概率达31.39%，而低转移至中低概率仅4.35%。这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对中等发展水平城市产生的“倒逼转型”效应。
表3  2012—2021年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空间马尔可夫链转移矩阵
Table 3  Horizontal space Markov chain transfer matrix of China'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2012 to 2021
	滞后类型
	区域
	全国地区
	观测值

	
	t/t+1
	低水平
	中低水平
	中高水平
	高水平
	

	无滞后
	低水平
	0.7086 
	0.2701 
	0.0197 
	0.0015 
	659

	
	中低水平
	0.1206 
	0.5698 
	0.3016 
	0.0079 
	630

	
	中高水平
	0.0084 
	0.1267 
	0.6588 
	0.2061 
	592

	
	高水平
	0.0018 
	0.0071 
	0.0811 
	0.9101 
	567

	低水平
	低水平
	0.7941 
	0.1928 
	0.0098 
	0.0033 
	306

	
	中低水平
	0.2059 
	0.5196 
	0.2745 
	0.0000 
	102

	
	中高水平
	0.0185 
	0.2407 
	0.5556 
	0.1852 
	54

	
	高水平
	0.0000 
	0.0800 
	0.1200 
	0.8000 
	25

	中低水平
	低水平
	0.6760 
	0.2920 
	0.0320 
	0.0000 
	250

	
	中低水平
	0.1368 
	0.6386 
	0.2246 
	0.0000 
	285

	
	中高水平
	0.0222 
	0.2074 
	0.6519 
	0.1185 
	135.0000 

	
	高水平
	0.0000 
	0.0000 
	0.0938 
	0.9063 
	64.0000 

	中高水平
	低水平
	0.5060 
	0.4819 
	0.0120 
	0.0000 
	83.0000 

	
	中低水平
	0.0711 
	0.5228 
	0.3858 
	0.0203 
	197.0000 

	
	中高水平
	0.0038 
	0.1015 
	0.6955 
	0.1992 
	266.0000 

	
	高水平
	0.0000 
	0.0053 
	0.0909 
	0.9037 
	187.0000 

	高水平
	低水平
	0.6500 
	0.3000 
	0.0500 
	0.0000 
	20.0000 

	
	中低水平
	0.0435 
	0.4565 
	0.4783 
	0.0217 
	46.0000 

	
	中高水平
	0.0000 
	0.0511 
	0.6350 
	0.3139 
	137.0000 

	
	高水平
	0.0034 
	0.0034 
	0.0687 
	0.9244 
	291.0000 



4.3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基尼系数分解
4.3.1  基尼系数的总体差异
本文运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系统测算了2014—2023年中国八大经济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研究表明，区域发展差异呈现多维分化特征：在总体收敛态势方面，各区域基尼系数均值介于0.0287（东部沿海）至0.0481（大西北）之间，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东北地区基尼系数从2014年的0.0586降至2023年的0.0392，年均降幅达4.3%；大西北地区则呈现“快速下降（2014—2020年降幅42.7%）—反弹回升（2020—2023年增幅28.3%）”的U型波动轨迹，折射出生态脆弱区治理成效的阶段性反复。从区域分化格局看，以八大区域2023年均值0.0374为参照，东北地区持续高于基准值4.8%，大西北地区虽较2014年下降26.6%但仍居差异首位；北部沿海（0.0323）和东部沿海（0.0287）持续保持低位，较均值分别低13.6%和23.3%；南部沿海呈现“上升—收敛”交替波动特征，黄河中游则以0.0277至0.0336的窄幅波动成为均衡发展典范。驱动机制方面，东北地区高差异性与重工业转型滞后密切相关，其基尼系数波动与装备制造业去产能周期高度同步；大西北地区2022年基尼系数骤升37.9%，凸显风光电基地建设引发的生态保护矛盾；东部沿海通过产业高端化实现持续收敛，2018至2023年波动幅度仅0.27%。据此，建议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构建产能置换与生态修复的联动补偿机制，大西北地区推行新能源项目集群与生态修复的捆绑开发模式，黄河中游则可推广焦化、电解铝等行业的绿色工艺协同创新经验，以差异化路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表4  八大经济区基尼系数差异结果
Table 4  Regional Gini coefficient difference results
	区域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东北
	0.0586
	0.0548
	0.0490
	0.0434
	0.0490
	0.0413
	0.0372
	0.0435
	0.0391
	0.0392

	北部沿海
	0.0365
	0.0351
	0.0368
	0.0329
	0.0336
	0.0364
	0.0334
	0.0314
	0.0318
	0.0323

	东部沿海
	0.0423
	0.0357
	0.0317
	0.0307
	0.0271
	0.0288
	0.0308
	0.0287
	0.0280
	0.0287

	南部沿海
	0.0460
	0.0520
	0.0457
	0.0447
	0.0403
	0.0414
	0.0383
	0.0394
	0.0404
	0.0408

	黄河中游
	0.0291
	0.0301
	0.0287
	0.0336
	0.0298
	0.0282
	0.0279
	0.0261
	0.0277
	0.0287

	长江中游
	0.0369
	0.0329
	0.0308
	0.0289
	0.0276
	0.0278
	0.0295
	0.0294
	0.0288
	0.0300

	大西南
	0.0506
	0.0462
	0.0397
	0.0380
	0.0353
	0.0367
	0.0365
	0.0309
	0.0321
	0.0327

	大西北
	0.0655
	0.0640
	0.0506
	0.0535
	0.0540
	0.0427
	0.0375
	0.0340
	0.0469
	0.0481



4.3.2  基尼系数的差异来源
本研究系统解构了全国地级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来源。结果显示，2014至2023年间子群间差异贡献均值为0.029（波动区间0.026至0.035），子群内差异贡献均值为0.005（0.004至0.006），超变密度贡献均值为0.013（0.012至0.016）。从贡献率维度看，子群间差异以59.83%的主导地位构成空间分异的核心来源，超变密度贡献率29.89%次之，子群内差异贡献率仅占10.28%。时序演变呈现结构性特征：子群间差异贡献率从62.41%下降至58.63%，年均降幅0.4个百分点；超变密度贡献率由27.55%攀升至31.25%，年均升幅0.4个百分点；子群内差异贡献率始终稳定在1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子群间差异贡献值十年间下降26.8%（从0.0354降至0.0259），而超变密度贡献值降幅收窄至11.5%（从0.0156降至0.0138），表明跨区域交互效应的影响韧性更强。  研究揭示，尽管区域间发展梯度仍是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但超变密度的动态调节作用持续增强，2019年后其贡献率已突破30%阈值。三类差异源的变化幅度均未超过基准期的上下15%，显示空间分异机制仍保持基础框架稳定。这一特征印证了区域协同治理政策的路径依赖特性，同时也提示需关注超变密度所代表的非线性交互效应，其为打破传统梯度发展模式提供了潜在突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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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贡献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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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贡献率
图6  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差异及其来源
Fig. 6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ources of coupling co scheduling
4.4  组态提升路径分析
4.4.1  组态变量选择与校准
本研究基于熵权—TOPSIS分析框架，系统测度了2014—2023年间中国273个地级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均值水平，并将其作为核心因变量。研究选取环境规制、科研强度、人口密度、工业化水平及能源结构等五个维度作为关键解释变量，各变量的定义如下：科研强度（Science）：选取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项的对数来衡量。环境规制（regulation）：选取生态建设与保护本年完成投资额来衡量。工业化水平（Industry）：选取产业集聚程度来衡量。人口密度（Population）：选取地区人口密度来衡量人口因素。能源结构（Energy）：选取能源效率程度来衡量。
本文采用结果变量和前因变量的关键分位点（上四分位、中位数和下四分位）作为模糊集合的界定阈值，依次对应完全不隶属点、交叉点和完全隶属点（表5）。



表 5  变量校准锚点
Table 5  Calibrated anchor point for variables
	变量
	模糊校准点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耦合协调度
	0.6371 
	0.5529 
	0.4708 

	人口密度水平
	8853.6172 
	3005.3415 
	1036.9483 

	环境规制水平
	77844.4700 
	3314.5000 
	0.0000 

	能源效率水平
	0.3647 
	0.1299 
	0.0377 

	科技水平
	45421.0500 
	2105.0000 
	0.0000 

	工业化水平
	0.3933 
	0.1903 
	0.1371 



4.4.2  必要性检验
fsQCA必要性检验通过验证前因条件与结果变量的逻辑关系，确保研究结论的有效性。检验主要包含两个核心指标：逻辑稳定性指标（衡量特定条件对结果的稳定影响，阈值＞0.9时判定为必需条件）和解释覆盖度指标（反映条件组合的解释力，通过有效案例覆盖率计算）。检验结果显示，无论耦合协调度提升或非提升路径中，均未发现单一必要条件（表6），表明需通过条件组态分析解析复杂因果关系。
表6  单因子必要性分析结果
Table 6  The results of single factor necessity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条件变量
	一致性
	覆盖度

	人口密度
	0.6076 
	0.6517 
	<人口密度>
	0.6919 
	0.6636 

	环境规制水平
	0.6281 
	0.7863 
	<环境规制水平>
	0.6766 
	0.5753 

	能源效率
	0.6472 
	0.7088 
	<能源效率>
	0.6885 
	0.6485 

	科技水平
	0.7185 
	0.9087 
	<科技水平>
	0.6348 
	0.5361 

	工业化水平
	0.5315 
	0.6021 
	<工业化水平>
	0.7956 
	0.7285 


注：<指标>表示该指标的相反值

4.4.3  组态提升路径分析
（1）降低人口密度主导耦合协调度提升路径
该路径包含人口密度、科技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三大核心条件，其中人口密度和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提升起负向作用，但缺乏城市环境规制水平和能源效率水平部分。这表明了在该路径中，大力发展城市科技水平，合理布局城市空间，并辅以去除不合理的工业化生产，该城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这表明在提升耦合协调度时，需着力推动产业结构绿色转型，通过淘汰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工业产能，系统性降低单位产值的资源环境压力。具体而言，可优先布局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企业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和智能监测系统，实现工业流程碳排放的精准管控。同时，通过构建产城融合的空间规划体系，疏解中心城区过度集聚的人口与产业功能，在都市圈尺度内形成"多中心、组团式"发展格局，有效缓解人口密度对生态环境的边际挤压效应。从政策协同的角度来看，需完善工业用地差别化定价机制，对低效工业用地实施"腾笼换鸟"策略，并将腾退空间优先用于生态修复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在降低工业化水平绝对规模的同时，实现空间资源的环境效益增值。
（2）提升环境规制水平主导耦合协调度提升路径
该路径包含环境规制水平、科技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三大核心条件，其中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提升起负向作用。环境规制效能的提升应立足三个维度展开：环保税制度可通过梯度税率设计将企业环境成本显性化，促使污染排放从社会成本转化为企业决策变量，倒逼生产工艺向清洁化方向迭代；排污权交易机制需完善初始分配的市场化准则，建立跨区域交易平台以释放环境容量资源配置潜力，形成“谁减排谁受益”的市场激励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则需突破行政区划限制，通过横向财政转移支付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构建区域间利益协调框架，为生态保护地区提供可持续的经济支撑。这些政策工具的协同实施将重塑企业生产函数，推动传统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方向转型。科技创新作为破解环境与经济矛盾的关键变量，需构建全链条创新生态体系，应设立国家绿色技术重点实验室集群，聚焦碳捕集利用封存、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等前沿领域，突破共性技术瓶颈；在成果转化环节，需建立绿色技术评估与交易平台，完善环境效益货币化核算方法，降低技术商业化风险。针对工业化进程的生态负效应，传统产业改造应实施全生命周期环境绩效管理，通过能效标杆制度推动钢铁、建材等高耗能行业技术改造，配套差别电价、碳排放配额等梯度政策工具，加速落后产能市场出清；新兴产业培育需聚焦绿色低碳赛道，在新能源装备制造领域构建完整产业链，在节能环保产业培育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通过政府采购、应用示范等政策组合拓展市场需求；区域布局优化则需建立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联动机制，引导产业向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区域集聚，构建绿色产业园区循环经济体系。这种双向发力策略既能化解传统产业转型阵痛，又能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最终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平衡。
（3）提升能源效率主导耦合协调度提升路径
该路径包含能源效率、科技水平和工业化水平三大核心条件，其中工业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提升起负向作用。提升能源效率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与技术迭代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强度，为系统协同增效提供基础支撑；科技水平的提升则通过清洁技术研发与数字化治理手段增强生态经济系统的动态适配能力，驱动降碳减污与绿色增长的正向循环。而工业化水平的负向效应源于传统工业扩张模式下高能耗、高排放的路径依赖，其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投入的特征易加剧生态环境承载压力，形成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目标冲突。破解此矛盾需推动工业化模式向绿色集约化转型，通过产业技术升级重构生产函数中的环境要素权重，同时强化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排放的约束效力，从而扭转工业化进程对系统协调度的抑制作用。三者交互作用表明，唯有通过能源利用效率的持续改进与科技创新的深度融合，方能抵消工业化发展带来的生态损耗，实现经济发展质量与生态环境效益的协同跃升。
表7  城市耦合协调度组态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grouping of city coupling co scheduling
	解释因子
	组态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人口密度
	
	
	

	环境规制水平
	
	
	

	能源效率
	
	
	

	科技水平
	
	
	

	工业化水平
	
	
	

	一致率
	0.9500 
	0.9508 
	0.9543 

	原始覆盖率
	0.4555 
	0.4563 
	0.4528 

	唯一覆盖率
	0.0268 
	0.0394 
	0.0236 

	总体一致率
	0.9362

	总体覆盖率
	0.6222


注：和分别表示核心条件存在与不存在；和分别表示边缘条件存在与不存在，下表同。

4.4.4  稳健性检验
参考Judge等[30]的研究，将原始一致性调整到0.7，其它操作不作变动，结果显示耦合协调度提升的前因条件组合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所得到的两条路径为前面组态分析的路径子集，这充分说明在本次针对耦合协调度组态提升分析中的路径均具有一定的稳健性（表8）。已有提升城市耦合协调度的对策建议更多基于实证结果进行宏观定性分析，而本文充分强调各驱动因子间的复杂联系，从驱动因子联动匹配所产生的多重组合效应出发，采用fsQCA厘清了提高耦合协调度的组态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相关对策建议的针对性和系统性。
表8  fsQCA稳健性检验组态结果
Table 8 Robustness test group results
	解释因子
	组态

	
	组态1
	组态2

	人口密度
	
	

	环境规制水平
	
	

	能源效率
	
	

	科技水平
	
	

	工业化水平
	
	

	一致率
	0.9360 
	0.9389 

	原始覆盖率
	0.6083 
	0.5162 

	唯一覆盖率
	0.1520 
	0.0599 

	总体一致率
	0.6682

	总体覆盖率
	0.9283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构建我国降碳减污增长扩绿政府政策协同增效耦合协调度测算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2023年中国273个地级市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应用空间分布图、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以及马尔科夫链分析我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Dagum基尼系数考察全国及八大综合经济区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利用fsQCA方法溯源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的提升路径。结果表明：2014—2023年，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稳步上升且趋势明显，我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耦合协调度自2014年0.5279上升至2023年0.5825，显示出我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协同治理成效向好的信号。从全国分布来看，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由东向西”逐渐减弱的分布格局。从八大经济区来看，各地区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同向收敛状态，全国以及各个经济区都有稳定增长的趋势，在观察期后期部分出现了波动；具体地，降碳减污协同治理以南部沿海及东部沿海地区为高水平区域，大西北地区及黄河中游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治理水平处全国排名末端。从组态提升路径分析来看，城市科技发展水平、能源效率和环境规制水平等主导因素组成的三条不同路径是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增效的有效提升路径。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启示与建议。一是提升城市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创新是推动环保减排的重要引擎，提高科技水平可以带来更多环保技术和解决方案，降低环境污染。政府应鼓励科技企业在环保技术领域投入研发，推动清洁能源、智能交通等科技应用，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将科技研究成果快速应用到环境保护领域，加速技术推广和应用。二是提高能源效率，提高能源效率可以降低碳排放，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同时减少能源浪费，降低生产成本。制定强制性的能源管理标准和目标，鼓励企业采用高效节能设备和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加强对企业能源使用情况的监管和核查，推动企业实施能源审计，发挥潜在的节能潜力。三加强环境规制水平，强化环境规制有利于规范企业行为，减少环境污染，保障居民健康，严格的排放标准和奖惩机制能够有效约束企业的环保行为，推动其向环保方向发展。制定更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强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督检查，确保企业合规排放，建立健全的环境奖惩机制，对达标企业给予激励，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促使企业自觉遵守环保法规。


参考文献
[1] 秦炳涛,葛力铭.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12):52—62.
Qin Bingtao, Ge Liming.Relativ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y transfer and pollution agglomeration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8,28(12):52—62.
[2] 王班班,齐绍洲.市场型和命令型政策工具的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效应——基于中国工业行业专利数据的实证[J].中国工业经济,2016(6):91—108.
Wang Banban, Qi Shaozhou.The Effect of Market—Oriented and Command—and—Control Policy Tools on Emissions Reduction Innovation——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a's Industrial Patents Dat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2016(6):91—108.
[3] 赵曼仪,王科. 降碳减污协同效应综合评估的研究综述与展望[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2):58—69.
    Zhao Manyi,Wang Ke.Comprehensive evaluations of the svnergistic effects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ir polution control:a literature review[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24,34(2):58—69.
[4] 柴麒敏,傅莎,郑晓奇,赵旭晨,徐华清.中国重点部门和行业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及政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27(12):1—7.
Chai Qimin, Fu Sha, Zheng Xiaoqi, Zhao Xuchen, Xu Huaqing.Carbon emission cap control target and policy study of selected sectors and industries in China[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17,27(12):1—7.
[5] 周迪,刘奕淳.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机制[J].中国环境科学,2020,40(1):453—464.
Zhou Di, Liu Yichun.Impact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policy on the performance of urban carbon emission and its mechanism[J].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2020,40(1):453—464.
[6] 韩冬日,丁丽鑫,董会忠,等. 组态视角下全过程治理驱动降碳减污协同的路径选择[J]. 环境科学研究,2024,37(9):1867—1876.
    Han Dongri, Ding Lixin, DONG Huizhong, Zhu Yue.Path Selection of Whole Process Governance Driving Collaboration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Carbon Reduction from Configuration Perspective[J].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24,37(9):1867—1876.
[7] 刘传明,张瑾,孙喆.中国北方地区大气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及其结构特征[J].环境经济研究,2019,4(4):63—77.
Liu Chuanming, Zhang Jin, Sun Zhe.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and Its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Air Pollution in Northern China[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2019,4(4):63—77.
[8] Zhou B, Zhang C, Song H, et al. How does emission trading reduce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An exploration using a decomposition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676:514—523.
[9] 任亚运,傅京燕.碳交易的减排及绿色发展效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9,29(5):11—20.
Ren Yayun, Fu Jingyan.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on emission reduc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9,29(5):11—20.
[10] 高庆先,高文欧,马占云,唐甲洁,付加锋,李迎新,任佳雪.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减排协同效应评估方法及应用[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21,17(3):268—278.
Gao Qingxian, Gao Wenou, Ma Zhanyun, Tang Jiajie, Fu Jiafeng, Li Yingxin, Ren Jiaxue.The synergy effect assessment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for air pollutants and greenhouse gases reduction[J]. Climate Change Research,2021,17(3):268—278.
[11] 贾璐宇,王艳华,王克,邹骥.大气污染防治措施二氧化碳协同减排效果评估[J].环境保护科学,2020,46(6):19—26. 
Jia Luyu, Wang Yanhua, Wang Ke, Zou Ji.Evaluation of Carbon Dioxide Coordination Emission Reduction Based on National Air Pollution Control Plan[J].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cience,2020,46(6):19—26.
[12] 崔连标,李晓,段宏波. 长三角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效应评估[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6):21—32. 
     Cui Lianbiao, Ll Xiao, DUAN Hongbo.Syergistic effects of reducing pollution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24,34(6):21—32.
[13] 王菲,格桑卓玛,朱晓东. 长三角工业降碳减污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环境科学研究,2024,37(4):661—671.
     Wang Fei,Ge Sangzhuoma;Zhu Xiaodong.Analysis of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Driving Forces of industrial Air Pollutants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J].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24,37(4):661—671.
[14] 赵立祥,赵蓉,张雪薇.碳交易政策对我国大气污染的协同减排有效性研究[J].产经评论,2020,11(3):148—160.
Zhao Lixiang, Zhao Rong, Zhang Xuewei.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Carbon Trading Policy on the Coordinated Emission Reduction of Air Pollution in China[J]. Industrial Economic Review,2020,11(3):148—160.
[15] 胡剑波,周宗康,李潇潇. 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时空分异及收敛性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5,34(1):166—180.
Hu Jianbo,Zhou Zongkang,Li Xiaoxiao.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Cutt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Reducing Pollution,Expand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Pursuing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025,34(1):166—180.
[16] 孙佑海.依法构建降碳减污扩绿保供增长五位一体的协同机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55(6):26—29.
Sun Youhai. Building a five—in—one coordinated mechanism for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reducing pollution, expanding green space, ensuring supply and increasing grow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J].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22,55(6):26—29.
[17] 崔新蕾,王冉冉.中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J]. 环境科学研究,2024,37(7):1446—1457.
     Cui Xinlei,Wang Ranran.Research on the Spatial Correlation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Pollution Reduction—Green Expansion—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24,37(7):1446—1457.
[18] 刘世锦,赵勇,刘耕源.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四位一体"评估框架及测度[J].生态文明研究,2024(3):21—41.
    Liu Shijin,Zhao Yong,Liu Gengyuan.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Carbon Reduction,Pollution Abatement,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A New"Four In One"Evaluation Framework and Measurement Method[J].Journal of Eco—Civilization Studies,2024(3):21—41.
[19] 夏学超,孙慧,祝树森,等.多元主体环境规制组合如何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4(8):22—35.
     Xia Xuechao,Sun Hui,Zhu Shusen,Yang Zedong.How can a combin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qulations by multiple stakeholders achieve the synergistic advancement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control, q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24,34(8):22—35.
[20] 曾雪婷,张馨予,张寿全,等. 生态带共建视域下京津冀地区降碳减污协同效应研究[J]. 环境科学研究,2024,37(7):1458—1469.
     Zeng Xueting,Zhang Xinyu,Zhang Shouquan,An Xianjuan,Wang Wenduo,Wang Chao.Synergistic Effects of Carbon—Pollutant Reduction in Beiing—Tianiin—Hebei Region under Ecological Belt Co—Construction[J].Research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s,2024,37(7):1458—1469.
[21] 赵果,李小敏,赵玉婷,等. 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降碳减污协同增效技术路径及实证研究[J]. 环境影响评价,2024,46(1):1—8.
     Zhao Guo,Li Xiaomin,Zhao Yuting,Li Yafei,Yao Yihan,Li Zhuang,Sun Fuyun,Wu Hao.Technical Path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f Syneraistic Effect of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under the Eco—ervironmental Zoning Control: a Case Study of Xiangtan City[J]. Environmentallmpact Assessment,2024,46(1):1—8.
[22] 于潇,林建鑫.公众环境关注是否促进降碳减污协同增效?[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37(3):55—67.
     Yu Xiao,Lin Jianxin.Does Public Environmental Concern Promote Synergies in Pollu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Mechanism investigation From Residents and Enterprises[J].Journal of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2024,37(3):55—67.
[23] 朱思瑜,于冰. "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降碳减污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J]. 中国环境管理,2023,15(1):102—109.
     Zhu Siyu,Yu Bing.Research on the Co—benefits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of "Emissions Trading" and "CarbonEmissions Trading"—Based on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Pollution Control and Policy Management[J].Chinese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2023,15(1):102—109.
[24] 叶榅平. "双碳"目标下降碳减污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J].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2):18—30.
     Ye Wenping.Reshaping the Legal System of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Synergy[J].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Edition),2023,23(2):18—30.
[25] 刘亦文,阳超,蔡宏宇.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强度的省际差异与因素分解[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22,36(1):1—9.
Liu Yiwen, Yang Chao, Cai Hongyu.Inter—Provincial Diversity and Factor Decomposition of the Totality and Intensity of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J]. 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2022,36(1):1—9.
[26] 桑宇,乔鹏,薛军.中国不同区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现状及展望[J].现代化工,2022,42(10):11—17.
Sang Yu,Qiao Peng,Xue Jun.Status and prospect of general industrial solid wastes in China's different regions[J].Modern Chemical Industry,2022,42(10):11—17.
[27] 彭湘君,章仟.区域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和异质性研究[J].当代金融研究,2022(10):53—67.
    Peng Xiangjun,Zhang Qian.Coupling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Green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Financial Research,2022(10):53—67.
[28] 王兵,刘志彪,孔令池.中国省域营商环境的测度、评估与区域分异[J].经济地理,2023,43(4):1—9.
Wang Bing, Liu Zhibiao, Kong Lingchi. China's Provincial Business Environment:Measurement,Assessment and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J]. Economic Geography,2023,43(4):1—9.
[29] 赵文举,张曾莲.中国经济双循环耦合协调度分布动态、空间差异及收敛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39(2):23—42.
Zhao Wenju,Zhang Zenglian. Research on the Dynamic Distribution, Spatial Difference and Convergence of China's Economic Dual Circulati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J].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ical Economics,2022,39(2):23—42.
[30] JUDGE W Q, FAINSHMIDT S, BROWN J L. Institutional Systems for Equitable Wealth Creation: Replication and an Update of Judge et al.[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20,16(1): 5—31.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configuration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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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dimensions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growth and green expansion",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measurement index system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government policies for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owth and green expansion in China.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measu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green expansion in 273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4 to 2023. On this basis,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law is investigated, and the improvement path is analyzed by using fsqca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①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verall national level during 2014—2023, China's overall carbon coupling coordination has shown a stable upward trend. ② From the level of each of the eigh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zon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green expansion and growth in each region converg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carbon reduction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in China are mainly from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the difference level has strong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t each spatial level, reg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basically maintain the level of the original level and transfer to the higher level. ③ Three different paths composed of dominant factors, such as population density, energy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level, are effective way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growth of carbon reductio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green expansion.
Keywords: synergy enhancement;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Dagum Gini coefficient; fsQ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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